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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导 言

一、本课题的提出及学术基础

本课题以地处中国南方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明清时期

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为研究对象。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为明代与清代的前、中期及后期的前

半段。具体说，是从十四世纪中叶明朝建立开始，到十九世纪末中

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为止。这一时间范围的确定，是基于以下

考虑：

一、经过元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明朝的统一战争，以及明朝

初年的一系列国家强制政策，十四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从整体来

说，以个体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湖南、湖北二省及江西南部山区即是如此。这些地区此后的商品

经济，很大程度是在人口流动的激发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兴起

和发展的，以明朝的建立为上限，有利于寻求二者之间即自然经济

和商品经济之间、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鸦片战争及此后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使中国社会

发生了巨变，而湘、鄂、赣三省的社会经济变化特别是农村经济的

变化，则主要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及《马

关条约》签订前后。以此为下限，既有利于揭示中国前资本社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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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有利于探求它在受到外部资本主义冲

击后由渐变到突变的过渡。

本课题的空间范围为湘、鄂、赣三省。确定这一空间范围，是

由于以下原因：

一、这一地区之间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湖北为楚国的

发祥地，湖南及江西的大部分地区都为楚国的属地，都是受楚文化

影响的地区，确切地说，都是楚文化的构成地区。宋元时期，这一

地区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经过宋元时期的大发展，元末农民

战争中又没有受到大的破坏，江西在元末明初成为全国屈指可数

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而与其毗邻的湖南、湖北，却因为战争及

其他原因人口稀少、经济凋敝。随着明朝统一战争的进行及明初

移民政策的推行，出现了明代江西人口大量流入湖广的所谓“江西

填湖广”现象，并直接引发了“湖广填四川”。与此同时，大量的江

西人口也经由湖广流向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既使江西和湖南、湖北二省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也使这一地区

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性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

“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

二、这一地区是传统农业区，也是明清时期中国主要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区内在整个明代及清前期，都没有产生或形成全国性大

都市及消费中心，除了江西的鄱阳湖区及赣江中下游地区之外，也

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即为开发中的地区。这一地区又远

离政治中心，比较而言，是明清政府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因此，

这里商品经济的发生与发展，首要或主要的动因不是为着解决大

都市的奢侈性消费，而是为着解决城乡一般市民和农民的日常消

费，是为着解决缺地农民的生计，因而更能反映自然经济状态下，

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城镇和乡村以商品为纽带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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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史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展

和深入，国内外已有不少与本课题相关的成果问世，其研究方法和

研究结论，对本课题的设计和完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就大陆而言，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的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研

究、以吴承明先生为代表的明清及近代国内市场研究、以李文治先

生为代表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具有指

导性意义。而李华先生等关于明清两湖商人的研究、张海鹏先生

等关于徽商的研究、叶显恩先生等关于粤商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研究、陈学文先生等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梁淼泰先生关于明

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研究、曹树基先生等关于明清中国特别是江

西移民史的研究、张国雄先生等关于明清两湖移民的研究、胡焕庸

先生等关于中国人口分布密度变化的研究、张建民先生等关于明

清湖北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湘、鄂、赣各省学者对本地区明

清时期城乡商品经济、城镇分布和人口流动及构成的研究，都对本

课题的研究有重要帮助。

就港、台及海外而言，香港科技大学主持的中国明清商人与地

方文化课题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组织的中国近世社会的构成

研究、中国中古社会史研究、明清史研究，日本文部省资助的旧中

国地域社会特质的研究等，都将研究视野推向了中国南方腹地。

其中，韩国吴金成博士关于明代江西和湖南、湖北社会经济史的研

究，台湾熊秉贞博士关于清代江西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另外，海

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教授对近世中国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的研究、

黄宗智教授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长时段的研究、何炳棣

教授关于明清至近代中国人口的研究，日本学者森正夫等对明清

中国地域社会的研究、滨岛敦俊等对中国沿海及内地明清社会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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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地调查，以及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区域划分的

理论和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研究等，也对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

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但是，由于研究的目的和侧重点的不同，上述研究并没有充分

注意到明清时期湘、鄂、赣三省经济联系的密切性及地域市场的客

观存在，也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地域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发

展的密切关系，以及这一地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经济格

局的重要影响。而这恰恰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

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当时本区域内的各地

区间及其与周边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现象。

这一现象的发源地是在江西。赣北鄱阳湖平原和赣中丘陵地区是

江西经济文化的传统发达地区，至元末明初，这里的人口密度在当

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几乎接近于饱和。因而，其人口向土旷人稀或

人口压力较小的山区特别是湖广，并经由湖广向河南、四川、云南、

贵州等地流动便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同样承受人口压力的福

建、广东沿海地区，其人口也向土旷人稀的江西山区，以及湖南、四

川等地流动。而当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平原人口饱和时，两湖人口

就不仅仅是“填四川”，同时也向本省西部、西南部、西北部等人口

稀少处流动。与此同时，人口在地域变迁过程中，也发生了职业变

迁。大量的人口在原居住区是农民，而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天开始，

他可能就成了手工业者，成了商人。这是当时湘、鄂、赣地区人口

流动的基本情况。

七十年前，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完成了他的毕业论

文《湖南人由来考》。文章根据详实的史料，得出了以下“明确之概

念”：

一曰：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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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

西之什九。

二曰：江西人之来移湖南也，大都以稼穑耕垦；江苏、安

徽、河南、山东之人来移湖南也，大都以为官作宦，以经商服

贾。而长沙都会之地，五方杂处，尤多江、浙、皖长江下游之

人。

三曰：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

移湖南北部，而湖南南北部之分，以湘阴、平江作界。

四曰：湖南人来自历古，五代、两宋、元、明居其什九；元明

又居此诸代之什九；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又居元、明之什

九。

五曰：五代以前，湖南人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湖南人多

来自东方。南宋以前，移民之祖籍单纯，几尽是江西人；南宋

以后，移民之祖籍渐臻繁杂，始多苏、豫、闽、皖之人。清代以

前，江西移民与其他外省移民相较，其他外省相关悬如；至清

代而湖北、福建之人，有崛起而与江西并驾齐驱之势。清代以

前，本省移民与外省移民相较，本省移民地位甚低；至清代而

本省移民之地位，有崛起而超越外省移民之上之势。

是在元末明初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之前，两湖地区早已是江西

人口流向的首选地区。“湖南故老传说，谓湖南人皆系江西移民之

后裔，故湖南人自来称江西人曰‘江西老’。老者老子也。易言之，

即祖宗是也。”既然如此，明清时期江西人口的外流，自然也将两湖

作为第一站。

①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载《长水集》。原载《方志月刊》第六卷第九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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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六十年，谭先生的高足曹树基教授以更为

详实的资料和科学的统计方法，对上述“概念”作了如下修订，以使

其更为精确：

移民原籍。以氏族论，湖南移民氏族 来自中，

来自广东；各有 来自苏、闽，其余寥江西；

寥。 左右来自江西； 左右来自以人口计，移民后裔的

左广东； 左右来自江苏； 右来自福建。

年，迁入湖移民的时代。至 南的移民分别以氏族及

一其后裔人口 左右迁自宋代以前；计，有

迁自元迁自宋代； 代；

迁自明中迁自明初； 后期；

左右迁自清代。

就江西籍移民后 是元以前移民的后裔人口而言。

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 是明初以裔， 后移民的后，

裔。

谭、曹二教授的研究，可以说奠定了有关湘、鄂、赣地区人口流

动研究的基础，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第一块基石。

但是，谭先生七十年前的一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也存在着某些

缺憾。

其一“：江西人之来移湖南也，大都以稼穑耕垦；江苏、安徽、河

南、山东之人来移湖南也，大都以为官作宦，以经商服贾。”从一般

意义上说，这个结论符合湖南境内各地移民的身份，但却容易造成

很大的误解。因为，如果忽略了湖南或两湖地区江西移民对于其

他各省移民的绝对多数，那么必然会以为，在湖南或两湖为官作

①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载《历史地理》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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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经商服贾者都是或大多是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人，而江西移

民只是在从事农耕。尽管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而事实上，由

于江西在湖广的移民数量较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居有绝对

的优势，所以虽然江西移民中“经商服贾“、为官作宦”者的比例远

低于“稼穑耕垦”者，但其绝对数量却远远超过江苏、安徽等地。

其二“：长沙都会之地，五方杂处，尤多江、浙、皖长江下游之

人。”这是因为作者对明人所说的“江”或“江浙”产生了误解。宋代

在长江下游南岸设江南路（后分为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后分为

两浙东、西路），其分界线在今江苏镇江、金坛、宜兴一线，也就是

说，今日江苏省的太湖地区均属两浙路，后为两浙西路。因此，人

们常常将包括今上海市及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在内的那一

带地区称之为浙西。元代设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辖境约当今日福

建、浙江二省及江苏、安徽二省的江南地区和江西的东北部。当时

人说到的江浙，指的是这一广阔地区，主要是属宋代的江南东、西

路和两浙东、西路地区。明代，今江苏、安徽二省为南直隶，简称南

直。所以，在明代及清代前期，人们说到今江苏省的江南地区，或

称“南直”，或因其属应天巡抚管辖而称“应天”，或因苏州、松江为

这一带最发达的地区而称“苏松”，或仍沿袭两宋之旧而称“浙西”，

而极少简称“江”。当时凡说到“江”，一般都是指江西“；江浙”连

称，则是指江西、浙江 。事实上，包括“长沙都会之地”在内的整

个湖南或两湖地区，并不是今日意义上的江、浙、皖商人“尤多”，而

是江西商人“尤多”。当地史料中所说的“江”，也几乎无一不是指

江西。

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江西流向湖广人口的职业问题。傅衣凌

①参见拙作《“江浙”辨》， 年第 期。载《争鸣》杂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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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了《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一

文，对明清时期江西外流人口的身份作了考订 。笔者在此文的

启发下，对明清时期的江西商人即江右商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

如下结论②：

一、明代江西人口大规模向两湖地区的流动，是造成这一地区

明代中后期和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在明代江西人口的流动中，工商人口的流动是一大特点。

它促进了两湖地区同时也激发了江西本地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人口地域间流动的过程，也是流动人口观念变化和职业变

迁的过程，更是各地区间社会观念、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的交融与

重构过程。它促使江西和两湖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比以往更为相同

或相近的社会观念、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区。

四、这一经济区的形成在明清时期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和西南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这些研究和结论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又一基石。

二、关于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

人口流动的性质界定

关于人口流动，《中国大百科全书 地理学》作了如下概括：

（人口流动）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

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人口流动不属于人

口迁移，流动的人口不通称为移民。人口流动分为周期流动

① 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② 参见拙稿《明清江右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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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返流动。

对于当今的情况来说，这种概括虽然准确，但却远远概括不了

明清时期人口流动的现象。同书对“人口迁移”的解释是这样的：

一定时期内人口在地区之间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地的变

动。人口迁移的形式为移民。

这种解释与明清时期的人口流动极为相似。但当时的人口流

动却并未有如此严格的划分，流动的人口也并没有如此明确的目

的性。正如葛剑雄教授在《中国移民史》中所说：

对近代或当代的情况，要区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似乎

并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困难，但对于古代的情况就不尽然，往往

根本无法加以区别。

葛剑雄教授进一步认为：

流民都是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或近或远都已经离开原来

居住的地方。但流民的情况相当复杂：其中多数属于在原居

住地就没有什么土地财产的贫民、佃农、奴婢等，他们对故乡

较少留恋，如果他们在外乡获得了比原来好的生活环境，就会

随遇而安，在当地定居；如果他们无法定居，一时又回不了故

乡，他们就会继续流动，直到找到新的定居地或返回故乡为

止。另一部分在故乡拥有一定的资产和社会地位的人虽然被

迫离家，但始终持临时观点，一旦有可能就要迁回原居住地。

但如果战乱长期持续，或者政权分裂，或灾情过于严重，他们

就不得不长期侨居外地，实际上定居下来。对灾害流民，迁入

①《中国大 页。百科全 地理学》第书

② 地理学》第《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

③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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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政府一般都在灾害过后予以遣返，无法遣返时才承认现

实，允许流民定居。对战乱移民，迁入地政府开始也作为难民

进行临时安置，但在他们迁返无望的情况下，就改为办理入籍

手续，纳入编户。⋯⋯可见流民虽然不等于移民，却在客观上

造就了大批移民，是移民的重要来源。

移民是人口迁移的结果，移民必定是迁移人口。但移民

只是迁移人口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迁移人口中符合一定的

条件的那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迁移人口都是移民。正因为

如此，人口迁移历史的研究是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也只有对

迁移人口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移民条件的

那一部分来。

从移民史的角度及中国历史上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这

样的分析是非常精辟的。但作者“将除了本书定义的‘移民’以外

的所有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全部称之为‘人口迁移 ，却似乎过于

拘泥当代人口地理学者下的定义。从明清时期人口的地域变迁来

看，与其将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统称为“人口迁移”，倒不如统称为

“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应该是比人口迁移更为广义的范畴。一切

正在发生的有关人口地域性变化的现象，包括有目的的和无目的

的、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形成规模的和不形成规模的、可能是永

久性的或临时性的，都可以说是人口流动，但却不能都说是人口迁

移。

根据《明史 食货志》的解释，明代的人口流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情况：一、逃户，这是因为逃避徭役而发生的人口流动；二、流民，这

是因为天灾人祸而发生的人口流动；三、附籍，这是因为各种公私

①葛剑雄《中 页。国移民史》第一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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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的人口流动；四、移徙，这是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前三

种属民众的自发行为，后一种则属政府的强制行为。如果按照《中

国大百科 地理学》的解释，则前一、二类属“人口流动”，第四全书

类属“人口迁移”，第三类则介于二者之间。

《明史 食货志》列举了明代的“移徙”即人口迁移的实例：

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

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

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

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

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

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

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虽然永乐以后“移徙者”即人口迁移“鲜矣”，但事实上永乐以

后至清代仍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及其居住地的变化。而这时人口

居住地的变化，大都是或因逃避赋役，或因遭受天灾，或因公私事

故发生的。而这些情况，按《中国大百科全书 地理学》的分类，都

属人口流动而非人口迁移，但其结果，却往往是居住地的永久性变

化。

同一概念在解释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时，其内涵往往不同。

特定的概念不仅是为了反映特定事物的本质，也是为了说明这一

事物的方便。本课题不使用人口迁移而使用人口流动，也是因为

它不仅可以反映明清时期人口居住地变化的本质，也在于论述上

的方便。

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两晋、唐、宋时北方人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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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向南流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北方人口多是在战乱发生、生命

受着威胁的情况下南迁的，迁移的方式往往是整个家族的行为即

举族迁移，并在迁移地聚族而居、聚乡而居。明清时期湘、鄂、赣地

区特别是江西的流动人口则不是这样，除了个别特定时期，他们基

本上不存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问题，他们是为寻求更为优越的生产

和生活环境而流动的。因而，这种流动更具有经济特色而更少政

治特色，或者说，他们是经济移民而非政治移民。即使在洪武大移

民时期，也是将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迁往人口稀少地区。人口流

动的方式，一般是个人或小家庭的流动，即使是同一家族乃至同一

家庭的成员，也未必聚族而居，更不用说聚乡而居。他们融入当地

居民之中，或与他乡移民、他省移民杂居。从这一意义说，他们更

少安土重迁的情结。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进步所发生的作用。

三、湘鄂赣地区的政区沿革与自然环境

湖南因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因湘水贯通南北，故简称“湘”，

也因春秋战国时属楚而偶称楚。汉置桂阳（治所在郴县即今郴州

市）、武陵（初治溆浦，后徙临沅即今常德市）、零陵（初治零陵，后徙

泉陵即今零陵市）三郡及长沙国（后改郡，治所在临湘即今长沙

市）。三国属吴。晋属荆州。唐时分属江南西、山南东及黔中三

道。宋置荆湖南路（治所在潭州即今长沙市），辖地为今湖南大部

地区“，湖南”由地理名称而为行政区划名称始于此。

湖北因在洞庭湖之北而得名。春秋战国时为楚国旧地，故简

称楚；因是汉水入江处，故称汉；又因楚国鄂邑及隋代鄂州皆在此，

故称鄂。汉置江夏（治所在西陵即今新州县西）、南郡（治所在郢

县，后徙江陵即今荆州市）二郡。三国属吴。晋属荆州。唐时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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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江南西、山南东三道。宋置荆湖北路（治所在江陵即今荆州

市），辖区为今湖北大部及湖南一部“，湖北”之为行政区划名称始

于此。

元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武昌路，所辖三十路中，在今湖南、

湖北二省境内的有武昌、兴国、汉阳、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

靖州、天临、衡州、道州、永州、郴州、宝庆、武冈、桂阳十七路。除武

昌以下的三路外，均在湖南境内。而在今湖北境内的襄阳、蕲州、

黄州、中兴、峡州五路，安陆、 阳、德安三府，以及所属州县，则属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

明改行省为布政司，设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仍治武昌，改路为

府，领武昌、汉阳、黄州、承天（元安陆府）、德安、岳州、荆州（元中兴

路）、襄阳、郧阳、长沙（元天临路）、常德、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十

五府，郴州、靖州二直隶州及十七属州、一百零八县、二宣慰司、四

宣抚司、五安抚司、二十一长官司、五蛮夷长官司。其辖区约当于

今日之湖北、湖南。

清承明制。康熙三年，分湖广布政司为湖南、湖北二布政司，

即湖南、湖北二省。按明万历二十七年，以“征播”的需要，设“巡抚

偏沅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驻沅州，并在崇祯二年作为定制。

此时移偏沅巡抚于长沙，改称湖南巡抚；改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

仍驻武昌。另设湖广总督以统之。湖南省治长沙府，领长沙、宝

庆、岳州、常德、衡州、永州、辰州、沅州、永顺九府，乾州、凤凰、永

绥、晃州、南州五直隶厅，澧州、桂阳、郴州、靖州四直隶州，及三属

①《元史》卷六三《地理志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卷五十九《地理志二六

等处行中书省》。

②《明史》卷四四《地理志五 湖广布政司》。

河南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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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六十四县。湖北省治武昌府，领武昌、汉阳、黄州、安陆（明承天

府）、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宜昌、施南十府，荆门直隶州、鹤峰直

隶厅及六十县。

今日的湖南、湖北二省所辖范围，大抵上继承了明清时期的状

况。

江西因赣江贯通南北而简称“赣”。春秋时分属吴、楚，故有“吴头

楚尾”之称。汉置豫章郡（治所在南昌即今南昌市），故又称“豫章”，

辖区约当今日之江西。三国属吴。晋置江州（初治南昌）。唐置江

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即今南昌市），辖区为今江西之大部，是为“江

西”得名之始。宋为江南西路（亦治洪州）。元置江西等处行中书

省，治隆兴路（今南昌市），所辖十八路中，在今江西境内的有龙兴、

吉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江州、南康、赣州、建昌、南安十一路。

而同在今江西境内的饶州、信州二路，则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明设江西布政使司，治南昌府，领南昌、瑞州、九江（元江州

路）、南康、饶州、广信（元信州路）、建昌、抚州、吉安、临江、袁州、赣

州、南安十三府及所属七十七县。其辖区几乎与今日江西完全一

样，江西的政区也在此时基本确定。

清初承明制。乾隆八年，吉安府增置莲花厅；十九年，升赣州

府宁都县为直隶州；三十八年，升赣州定南县为厅；光绪二十九年，

改赣州观音阁通判为虔南厅；三十三年，改铜鼓营为厅，属瑞州。

湖北①《清史稿》卷六七《地理志十六 省》、卷六八《地理志十七 湖南省》；《明史》

卷七十三《职官志二 都察院》；《国榷》卷九十。按：虽然在康熙三年已分设湖南、湖北

二省，但二省在行政、财政、文教等各方面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如直到雍正二年，二省

的乡试才分开考试。《清世宗实录》卷十，雍正元年八月乙巳谕礼部“：自明年始，湖北、

湖南分两闱考试。”

江西等②《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处行中书省》。

③《明史》卷四三《地理志四 江西布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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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图一：明清于是有三府、一直隶州、七十五县、四厅 时

期湘鄂赣政区图）

湖南、湖北、江西同处长江中下游亚热带区。二十世纪中后

期，年均降水量在 毫米 毫米之间，一月平均气温

，七月平均气温 。下面是湘、鄂、赣地区与其他地区

（限于明清时期的核心地区，下同）降水量及气温的比较。

表 ：湘鄂赣 及气温比较表②及其他部分省市年降水

江①《清史稿》卷六六《地理志十五 西省》。

②据地图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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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记载，就降水量和气温而言，中国大陆自明清以来并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而，上表的显示基本上可以反映明清时期各

省在这两个方面的差别。湘、鄂、赣地区特别是江西和湖南属年降

水量最多的省份之列，冬季气温在全国居中，夏季气温则是全国最

高的省份。这种自然环境，特别是降水量充足、夏季气温高，对于

以农业为主特别是以水稻为主要农产品的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署江西巡抚阿思哈在一道奏疏中说到江

西的水利：

（江西）南、临、饶、九等府，滨临江湖，全赖圩堤捍卫，其余

虽系山乡，而溪河小港，灌溉攸资。除南昌府原兼水利衔外，

其饶、九、赣、南粮驿四道，请概兼衔水利。至袁州、建昌、广

信、南康、九江、南安、赣州等府同知，瑞州、临江、吉安、抚州、

广信、饶州、南康等府通判，直隶宁都州州判，十五厅员，亦概

兼水利衔，管理所属河渠堤堰。每岁秋冬，令地方官查勘淤塞

汕缺处，报经管道厅修筑。

阿思哈说的虽然是官员兼衔，却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江西

十三府均有水利之便，为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提供了天然条件。

湖广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乾隆二十五年六月的“上谕”说“：今岁

各省雨水均调，秋成俱可望丰稔，湖南本系水乡，缺雨之年颇

少。” 其他地区雨水均调，为难得之年；对江西和湖南来说，却很

少有缺水之忧。

按地形区域，湖南分为洞庭湖平原、湘中丘陵、湘南山地、湘西

①《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六，乾隆二十三年七月。

②《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五，乾隆二十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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